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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的税收以间接税为主， 这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衡量税制和收入分配

的关系，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４ 年东北地区部分行业的增值税转型试

点， 衡量了增值税转型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影响。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规模以上制造

业企业数据， 利用三重差分方法， 发现增值税转型导致劳动份额下降了 ４％ ， 降幅在政策变

化后第二年达到峰值， 而且对外资和国有部门的影响尤为显著。 企业雇佣人数和工资总额

的下降， 是增值税转型降低劳动份额的重要渠道。 本文建议中国通过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

税和财产税等措施， 矫正增值税转型对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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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国税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间接税为主。 ２０１１ 年中央政府的间接税和直接税①

收入之比约为 ７２ ∶ ２８， 其中个人所得税仅占直接税的 ２７％ 。 而美国恰好相反， ２０１１ 年

联邦政府间接税和直接税②收入之比为 １４ ∶ ８６， 其中个人所得税占直接税的比重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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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 直接税需要强大的税收征管能力和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 短期内很难成为中国

的税收主体。 而以增值税为核心的间接税体系具有累退性， 虽然能有效地筹集税收，

却不利于调节贫富差距。 全面衡量间接税税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在技术上极为困难。

作为一项重要的税制改革， 增值税转型为我们理解税制和收入分配的因果关系提供了

机会。

增值税转型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财税领域的重要改革， 具体是指将生产型增值税转

型为消费型增值税。 在生产型增值税下， 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全不能抵税。 消费型增

值税允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一次性抵税， 降低了资本成本， 有助于鼓励企业投资和技

术进步。 １９８０ 年中国首次在部分行业开征了增值税， 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 当

时的增值税是不彻底的 （周小川、 杨建华，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４ 年的分税制改革延续了生产型

增值税， 旨在抑制当时的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削减财政赤字 （刘佐， ２００９）。 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 完善财税体制、 实施增值税转型的呼声越来越高 （Ａｎｇｒｉｓｔ ＆ Ｐｉｓｃｈｋｅ，

２００９； 陆炜、 杨震，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 年后中国先后在东北和中部等地进行了增值税转型试

点， 并于 ２００９ 年推广至全国。

中国增值税转型的出发点主要是消除对投资的重复征税， 鼓励投资， 但这也间接

地改变了要素收入分配格局。 理论上看， 增值税转型直接降低了资本的名义价格， 但

不直接影响劳动的名义价格①， 这将改变对资本和劳动的相对需求。 因此， 增值税转

型通过改变要素相对价格影响了要素配置 （ Ｌｉｎｄｈｏｌｍ， １９７０； 陈烨等， ２０１０）。 资本

名义价格降低对劳动需求的影响， 可以分解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前者是指资本替

代劳动， 这会直接减少就业。 后者是指资本名义价格降低会促进投资， 带动产能扩

张， 进而增加就业。 增值税转型到底是拉动就业， 还是减少就业， 理论上是不确定

的， 取决于哪种效应更大，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实证问题。 但可以推测， 在劳动力

供给充裕时， 即使是收入效应占主导， 劳动力需求数量会增长， 但名义工资率不会上

升很多。 这意味着从要素分配角度看， 资本价格降低对改善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作

用有限。

本文的目的是就增值税转型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影响进行研究。 我

们首先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 以理解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劳动力要素需求的影响机制，

并得出若干推论， 然后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为了建立增值税转型和劳动份额之间的因

·６６·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卷第 １ 期

① 在一般均衡意义上， 资本价格变化会通过改变资本和劳动相对需求影响劳动价格， 但这是间

接机制。



果关系， 我们利用了三重差分方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ＤＤＤ）。 增值

税转型试点是在东北地区的部分行业进行的， 试点企业属于实验组。 本文之所以拓展

了双重差分方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ＤＤ）， 是因为并非东北地区的全部企业都进

行了试点， 因此我们有三个控制组， 一是东北地区非试点行业企业， 二是非东北地区

试点行业企业， 三是非东北地区非试点行业企业。 通过行业、 地区和时间三个维度的

比较， 我们能够识别增值税转型的因果效应。
基于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 我们发现增值税转型导致企业劳动

份额整体下降了 ４％ 。 这一影响在增值税转型后的第二年达到最高值 ６􀆰 ３％ ， 之后有所

减弱， 但仍然显著。 增值税转型对资本密集行业和劳动密集行业的劳动份额影响幅度

基本相当。 增值税转型导致外资企业劳动份额降幅最大， 其次是国有和集体企业， 最

后是民营企业。 在影响机制上， 增值税转型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雇佣数量和工资总额，
说明替代效应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收入效应则较小。

本文的研究表明， 在劳动力供给充裕的条件下， 增值税转型不利于提高国民

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的份额。 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工薪阶层

和有产阶层之间的收入差异， 工薪阶层主要依靠劳动收入， 有产阶层的收入来源

更多元化， 尤其是财产性收益较高。 增值税转型起到了 “济富不济贫” 的作用，
这可能是在政策制定中没有考虑到的 “副产品” 。 中国亟需通过完善再分配制度，

如综合计征个人所得税、 适时开征财产税等， 矫正增值税转型对初次收入分配的

负面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 在本文分析的时期内， 中国仍然处于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裕的状态，

这也是增值税转型降低劳动份额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但是，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
２０１２ 年中国 １５ ～ ５９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 ９􀆰 ３７ 亿人， 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６９􀆰 ２％ ， 比上

一年末减少 ３４５ 万人， 降幅为 ０􀆰 ６％ 。 劳动力绝对数量减少， 是继 ２０１１ 年劳动年龄人

口比重首次下降之后出现的新现象， 标志着劳动力供给状况由充裕向短缺的历史性转

折已经开始。 在劳动力供给状况转折的背景下， 增值税转型政策对劳动份额的影响尚

待进一步观察。 不过， 在这种转折的初期， 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的抑制效应难以立

即扭转。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首次测度了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的影响， 加深

了对税制和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解。 现有研究中国增值税转型的文献， 大多关注投资和

就业等直接影响变量， 但对要素分配等更深层因素关注较少， 本文填补了这方面的空

白。 二是充分考虑了增值税转型试点的政策设计， 应用了严格的 ＤＤＤ 计量方法，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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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增值税转型和劳动份额的因果关系。 三是估计了增值税转型的异质影响。 现有文献

大多假设增值税转型对全部企业的影响幅度相同， 但理论上增值税转型对不同要素结

构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幅度是不同的。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介绍增值税转型的政策背景和相关文献； 第三部分

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 分析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决策的影响； 第四部分介绍数据、 计量

模型和实证结果； 第五部分进一步讨论增值税转型的动态影响、 异质效应和作用机制；

第六部分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　 政策背景和相关文献

（一） 政策背景

２００４ 年中国在东北地区部分行业进行了增值税转型试点， 其他地区和行业仍继续

实行生产型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印发的 《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若

干问题的规定》 （财税 ［２００４］ １５６ 号）， 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 黑龙江省、 吉林省、

辽宁省和大连市装备制造业、 石油化工业、 冶金业、 船舶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农产

品加工业、 军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等八大行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通过购进、 自制、

融资租赁取得的固定资产 （不包括不动产）， 其成本和运输费用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

额。 但抵扣额度以增值税增量为限， 当年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得超过当年新增增值

税税额。 增值税转型在 ２００７ 年中期扩展到中部六省的 ２６ 个城市，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在

全国铺开。

本文采用东北试点作为研究对象， 而没有采用中部省份试点， 主要原因是由于试

点实行增量抵扣， 增值税转型的效果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只有东北试点

在政策变化后有较长的观测期。 此外， 在样本覆盖的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 中国经济处于较

为平稳的快速发展时期， 而 ２００８ 年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 为应对外部冲击， 政府采取

了大规模投资等扩张性政策， 这会混淆增值税转型的效果。

（二） 相关文献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对增值税的制度设计及效果的研究，

二是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增值税作为一种间接税形式， 虽然在 １９５４ 年才首次正式出现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１９９６），

但在短短数十年间已被超过 １５０ 个国家采用， 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 以及中国、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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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韩国等东亚国家， 目前主要大国中仅有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没有实行增值税①。 增值税

的减法设计使得上下游企业形成了相互监督的链条②， 因而能提高征管效率。 在实行增

值税的国家中， 增值税一般都是主体税种。 增值税占中国 ２０１２ 年公共财政收入的

２３％ ， 占英国税收的 １６％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增值税主要包括生产型、 收入型和消费型三种， 区别在于固定资产投资能否抵税。

生产型增值税下， 固定资产投资完全不能抵税； 收入型增值税下， 固定资产投资可以

分年多次抵税， 每年抵扣额度等于折旧额； 消费型增值税下， 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一次

性抵税。 因此， 三者对资本的优惠力度越来越大。 在纯粹形态下， 如果时间足够长，

那么消费型增值税等价于按比例征收工资税 （Ｏａｋｌａｎｄ， １９８７）， 因此税负将主要由劳

动者承担。 从国内情况看， 增值税转型改革显著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 （聂辉华等，

２００９）。

随着经济转型， 中国城乡、 地区和部门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正在日益扩大 （李

实等， １９９８） 。 劳动份额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状况的重要指标。 总体来看，

１９８３ 年后中国税前和税后劳动份额呈长期下降趋势， 而且税后份额一直低于税前

份额 （吕冰洋、 郭庆旺， ２０１２） ，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７ 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了 １０􀆰 ７３％

（白重恩、 钱震杰， ２００９） 。 分部门看， 中国制造业劳动份额从上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持续下降， 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４２􀆰 １％ 降至 ２００７ 年的 ３３􀆰 １％ （张杰等， ２０１２） 。 国际经

验表明， 劳动份额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ＧＤＰ） 存在 Ｕ 型关系 （ 李稻葵等，

２００９） ， 拐点出现在人均 ＧＤＰ 为 ６０００ 美元 （２０００ 年购买力平价） 。 如果这一典型

事实在中国也成立， 那么中国可能即将进入劳动份额的上升通道。 现有文献对劳

动份额下降的原因进行了很多探索， 例如， 要素份额受垄断能力和企业所有制的

影响显著 （白重恩等， ２００８） ； 全球化是重要因素， 外资进入显著降低了劳动报酬

份额 （邵敏、 黄玖立， ２０１０） ； 产业结构变化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有较强解

释力 （罗长远、 张军， ２００９） 。 但关于增值税政策对中国劳动份额的影响， 现有文

献还缺乏深入研究。

·９６·

石　 光、 岳　 阳： 增值税转型和初次收入分配

①

②

美国以直接税为主， 目前联邦和各州政府都没有征收增值税。 密歇根州曾经征收过 “单一商

业税” （ｓｉｎｇｌ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ａｘ）， 本质上是增值税， 但在 ２００８ 年废止。
中国增值税早期按照加法计算， 将企业支付的工资、 利息、 获得的利润等加总计算增值， 后

来改成了减法， 通过销项税减进项税计算应纳增值税。



三　 理论模型

（一） 模型设定

本节建立了一个无限期的动态企业选择模型。 为了简化问题， 假设工资、 利率和

市场的价格外生给定①， 不存在市场进入和退出。 个人 ｉ 完全拥有一个企业 ｉ， 提供企

业的所有资本 ｋｉ 和投资 Ｉｉ②。

在每一期， 企业 ｉ 将产品价格 ｐ （此处设为 １）、 税率 τ、 工资 ｗ、 利率 ｒ 和投资是否

可以抵税 Ｄｉ （即增值税是否转为消费型） 作为给定值， 选择最优的劳动力雇佣人数 ｌｉ：

πｉｔ（ｋｉｔ） ＝ ｍａｘｌ［ ｆｉ（ ｌｉｔ，ｋｉｔ） － ｗｌｉｔ － ｒｋｉｔ］（１ － τ） ＋ ＤｉｔＩｉｔτ

在每一期， 个人 ｉ 将利率 ｒ 和 πｉｔ作为给定值， 选择最优的投资 Ｉｉｔ和消费 ｃｉｔ， 其值函

数为：

Ｖｉ（ｋｉｔ） ＝ ｍａｘｃ，Ｉ∑
∞

ｔ
βｔｕｉｔ（ｃｉｔ）

ｓ􀆰 ｔ􀆰 ｃｉｔ ＋ Ｉｉｔ ≤ ｒｉｔｋｉｔ ＋ πｉｔ（ｋｉｔ） － ∂ｋｉｔ；　 ｃｉｔ，ｋｉｔ ≥０

假设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形式为 ｆｉ（ｌｉｔ，ｋｉｔ） ＝ Ａｉ［θｋγｉｔ ＋ （１ － θ）ｌγｉｔ］ １ ／ α； ｕｉ（ｃｉｔ） ＝

ｌｎ（ｃｉｔ）。 其中， ０ ＜ θ ＜ １， ０ ＜ γ ＜ １， γ ＜ α， 生产函数规模收益递减。 另外， β 是折现

率， ０ ＜ β ＜ １； ∂是折旧率， ０ ＜ ∂ ＜ １。

值函数为：

Ｖ（ｋ，Ｄ） ＝ ｌｎ［｛Ａｉ［θｋγ ＋ （１ － θ） ｌγ］ １ ／ α － ｗｌ － ｋｒ｝（１ － τ）

＋ （１ － η）ｋ ＋ ｒｋ － （１ － τＤ）（ｋ′ － ｋ）］ ＋ βＶ（ｋ′，Ｄ′）

一阶导数为：

ｋ：Ｖ′（ｋ，Ｄ） ＝

Ａｉ［θｋγ ＋ （１ － θ） ｌγ］ （１－α） ／ αγθｋγ－１ － ｒ{ }（１ － τ） － ∂ ＋ ｒ ＋ （１ － τＤ）
Ａｉ［θｋγ ＋ （１ － θ） ｌγ］ １ ／ α － ｗｌ － ｋｒ{ }（１ － τ） ＋ （１ － ∂）ｋ ＋ ｒｋ － （１ － τＤ）（ｋ′ － ｋ）[ ]

ｋ′：βＶ′（ｋ′，Ｄ） ＝

（１ － τＤ）
Ａｉ［θｋγ ＋ （１ － θ） ｌγ］ １ ／ α － ｗｌ － ｋｒ{ }（１ － τ） ＋ （１ － ∂）ｋ ＋ ｒｋ － （１ － τＤ）（ｋ′ － 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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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即使改为一般均衡模型， 模型结论也基本没有变化。
此处个人 ｉ 可以视为企业 ｉ 的企业主或者股东。



ｌ′：Ａｉ［θｋγ ＋ （１ － θ） ｌγ］ （１－α） ／ αγ（１ － θ） ｌγ－１ － ｗ ＝ ０

根据压缩映射定理， 系统存在不动点。 当 Ｄ ＝ １ 或 Ｄ ＝ ０ 时， 根据一阶导数， 我们

得出在稳定状态下：

｛Ａｉ［θｋγＤ ＋ （１ － θ）ｌγＤ］（１－α） ／ αγθｋγ－１Ｄ － ｒ｝（１ － τ） － ∂ ＋ ｒ ＋ （１ － τＤ） ＝ （１ － τＤ）β

（二） 均衡结果

根据一阶导数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当投资可抵税时， 企业 ｉ 税收总额为：

Ｔ１ ＝ ｛Ａｉ［θｋγ
１ ＋ （１ － θ） ｌγ１］ １ ／ α － ｗｌ１ － ｋ１ ｒ｝τ

资本劳动比为：

ｋ１

ｌ１
＝ （１ － θ）（１ － τ） ｒ ＋ （１ － ∂ ＋ ｒ） ＋ （１ － τ） ／ β

（１ － τ）Ａｉθｗ
[ ]

１ ／ （γ－１）

雇佣劳动力为：

ｌ１ ＝ θ ｋ
１

ｌ１
æ

è
ç

ö

ø
÷

γ

＋ １ － θ[ ] ｗ
γ（１ － θ）Ａｉ

[ ]
α

α－１æ

è
ç

ö

ø
÷

１－α
α－γ

当投资不可抵税时， 企业 ｉ 税收总额为：

Ｔ０ ＝ ｛Ａｉ［θｋγ
０ ＋ （１ － θ） ｌγ０］ １ ／ α － ｗｌ０ － ｋ０ ｒ｝τ

资本劳动比为：

ｋ
０

ｌ０
＝ （１ － θ）（１ － τ） ｒ ＋ （１ － ∂ ＋ ｒ） ＋ １ ／ β

（１ － τ）Ａｉθｗ
[ ]

１ ／ （γ－１）

雇佣劳动力为： ｌ０ ＝ θ ｋ
０

ｌ０
æ

è
ç

ö

ø
÷

γ

＋ １ － θ[ ] ｗ
γ（１ － θ）Ａｉ

[ ]
α

α－１æ

è
ç

ö

ø
÷

１－α
α－γ

根据以上结果，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推理 １： Ｒ１ ＝
ｋ

１
ｒ

ｌ１ｗ
＞
ｋ

０
ｒ

ｌ０ｗ
＝ Ｒ０。 在投资可抵税的情况下， 资本劳动收入比会提高。

证明： 见附录。

在投资可抵税的情况下， 对于企业而言， 资本价格较低， 因此相比较于投资不可

抵税的情况， 企业更倾向于投资， 使得均衡状态资本水平提高。

推理 ２： 当 α ＞ １ 时， 资本和劳动的交叉替代弹性较小， ｌ
１
＜ ｌ

０
， ｗｌ

１
＜ ｗｌ

０
。 即在投

资可抵税时， 雇佣劳动力和工资支出低于投资不可抵税的状态。

证明： 见附录。

对于企业而言， 税制的改变意味着要素价格的变化。 资本价格降低激励企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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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投资， 从而带来更高的资本水平。 投资会带来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二者的作用效

果恰好相反， 前者意味着资本替代劳动， 后者意味着需要雇佣更多的劳动力与资本匹

配。 如果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 企业雇佣劳动力数量将会降低。 根据上述模型， 我

们可以得出以下推论： 第一， 增值税转型会降低劳动份额 （企业劳动支出占增加值的

比重）； 第二， 如果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 增值税转型会减少企业的雇佣劳动力数

量， 并减少工资总支出。

我们可以从下述逻辑理解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的影响机制。 企业增加值可以分

为劳动报酬、 资本报酬和生产税三部分， 各自占增加值的比例即其份额。 增值税转型

是减税措施， 在短期内 （如政策实施当年） 会直接降低税收份额①， 因此资本和劳动

份额之和会相应上升。 但从企业层面看， 劳动份额不会增加②， 因为企业一般会将所减

税收保留在利润中， 在这种情况下， 增值税转型就直接补贴了资本所有者， 税收份额

的降低对应着资本份额的提高③。

而在长期内， 资本价格下降会导致资本份额进一步蚕食劳动份额。 从要素重新配

置的角度看， 第一， 如果只有替代效应， 要素投入中资本比例提高会直接增加资本份

额。 第二， 如果只有收入效应， 企业可以通过复制现有生产方式实现扩张， 而且只要

劳动力供给充裕， 那么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不会带动名义工资率的上涨， 资本和劳动

的相对份额不变④。 现实中两种效应都会存在， 因此增值税转型长期内只会降低而不会

提高劳动份额⑤。

四　 实证估计

（一） 计量模型

我们采用如下计量模型考察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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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即使增值税转型促进了经济增长， ＧＤＰ 总量增大之后， 政府税收的总额会增加， 但份额仍会

降低。
除非企业将增值税转型所减税收直接用于增加劳动者工资。
短期内实施增值税转型难以导致企业数量迅速增长。 这意味着现存企业的要素收入分配状况

基本反映了国民经济层面的状况。
当然， 如果劳动力供给短缺， 产能扩张增加劳动力需求会提高劳动力价格， 这有可能导致劳

动份额上升。 但中国当时显然还处于劳动力供给相对富裕的状态。
只有在仅存在收入效应时， 才会出现劳动份额不变的情况。



Ｌｓｈａｒｅｆｉｒｔ ＝ α０ ＋ α１·ＮＥｒ × Ｉｎｄｉ × ａｆｔｅｒｔ ＋ α２·ＮＥｒ × ａｆｔｅｒｔ
＋ α３·Ｉｎｄｔ × ａｆｔｅｒｔ ＋ α４·Ｘ ｆｔ ＋ θｉｒ ＋ φｔ

＋ ∑
Ｍ

ｍ ＝ １
［１（ ｉ ＝ ｍ） × ｙｅａｒｔ］ ＋ ∑

Ｎ

ｎ ＝ １
［１（ ｒ ＝ ｎ） × ｙｅａｒｔ］ ＋ εｆｉｒｔ

（１）

被解释变量 Ｌｓｈａｒｅｆｉｒｔ是劳动份额， 为应付工资和应付福利占增加值的比重， 取值

范围为 ［０， １］， 下标 ｆ 代表企业， 该企业属于行业 ｉ， 位于地区 ｒ ①， ｔ 代表观测年

份。 ＮＥｒ 是代表东北三省的虚拟变量， 对黑龙江、 吉林和辽宁的样本企业赋值为 １。

Ｉｎｄｉ 是代表试点行业的虚拟变量， 对试点行业的样本赋值为 １。 ａｆｔｅｒｔ 是代表增值税

转型之后年份的虚拟变量， 对 ２００４ 年 （含） 之后的样本赋值为 １。 Ｘ ｆｔ是控制变量，

包括企业资产负债率和资产回报率。 θｉｒ是行业∗地区固定效应， 代表每个地区的各

个行业的固定特征②。 φｔ 是年份固定效应。 此外， 为了识别不同行业变化趋势的异质

性， 我们还控制了每个行业各自的线性时间趋势， 即∑Ｍ
ｍ ＝ １ ［１（ ｉ ＝ ｍ） × ｙｅａｒｔ］。 其中，

１（ ｉ ＝ ｍ）是虚拟变量， 对第 ｍ 个行业赋值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ｙｅａｒｔ 是年份； Ｍ 是行业

总数， 这里共有 Ｍ 个趋势变量。 同理， ∑Ｎ
ｎ ＝ １［１（ ｒ ＝ ｎ） × ｙｅａｒｔ］ 捕捉了不同地区变化趋

势的异质性， １（ ｒ ＝ ｎ）对第 ｎ 个地区赋值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Ｎ 是地区总数。 εｆｉｒｔ是随

机扰动项。

交叉项是 ＤＤＤ 模型的核心。 α１ 是我们关心的系数， 对应着地区、 行业和时间三

个变量的交叉项， 衡量了东北地区试点行业的企业在增值税转型后， 劳动份额的变

化情况。 即使没有增值税转型试点， 东北地区企业 （包括试点行业和非试点行业）

劳动份额的整体变化趋势可能也不同于其他地区。 例如， 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比重大，

随着企业改制， 下岗人员增加， 劳动份额可能下降更快， α２ 即捕捉了这一区别。 如

果不控制变量 ＮＥｒ × ａｆｔｅｒｔ， 就会将国企改制带来的劳动份额下降归结为增值税转型

所致， 导致有偏的估计。 同理， 即使没有增值税转型试点， 八大试点行业 （包括东

北地区和非东北地区） 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可能也不同于其他行业， α３ 即捕捉了这

一区别。

此外， 标准的 ＤＤＤ 模型应控制所有的交叉项， 但模型 （１） 中已控制了行业∗地

区固定效应 θｉｒ和年份固定效应 φｔ。 其中， θｉｒ吸收了地区和行业交叉项 ＮＥｒ × Ｉｎｄｉ、 地区

虚拟变量 ＮＥｒ 和行业虚拟变量 Ｉｎｄｉ， φｔ 吸收了时间虚拟变量 ａｆｔｅｒｔ， 所以不再需要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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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行业是二位数行业代码， 地区是指地级市。
控制行业∗地区固定效应， 比分别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更加细致。



控制这些交叉项和虚拟变量。

ＤＤ 方法在政策评估领域应用广泛 （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２； 周黎安、 陈烨， ２００５）。 这

一方法的基本思想是， 设想一个面板数据， 我们将全部个体随机地分为两组， 受政策

变化影响的个体属于实验组， 剩余个体属于控制组。 由于我们观察不到实验组在没有

政策变化时的情况， 因此控制组就为实验组提供了一个 “反事实” 对照。 如果其他条

件不变， 两组在政策变化前后的差异就可以归结为政策所致。
（二） 数据和描述统计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７ 年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 这一数据是企业层面的年

度数据， 包含全部国有企业和年销售额在 ５００ 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 覆盖了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代码 １３ ～ ４６ 的行业， 由国家统计局调查整理。 本研究关心的主要变量包括

应付工资、 应付福利、 增加值， 以及总资产、 总负债和利润等。
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如下清理。 第一， 删除以下不合理样本： 应付工资、 应付福利

和增加值小于零； 应付工资和应付福利大于增加值。 第二， 计算被解释变量劳动份

额， 等于 （应付工资 ＋ 应付福利） ／ 增加值， 取值区间为 ［０， １］， 衡量了企业创造

的增加值中分配给劳动者的份额； 计算资产回报率， 等于总利润和总资产之比； 计算

资产负债率， 等于总负债和总资产之比。 第三， 对劳动份额、 资产回报率和资产负债

率， 将分布上最高和最低 １％的样本进行平滑处理， 消除异常值。 第四， ２００３ 年中国

调整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体系， 我们将全部企业的行业代码统一为调整后的代码体

系。 清理后的数据共有 １４４９０６４ 个观测， 包含了 ５００７７４ 家企业①， 平均每家企业出现

了 ２􀆰 ９ 次。
表 １ 描述了历年主要变量的特征。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０７ 年中国企业数量快速增长， 规

模以上企业从 １３ 万家增至 ３０ 万家。 但是， 劳动份额在整体上有下降趋势， 从 ２０００ 年

的 ０􀆰 ３２ 降至 ２００７ 年的 ０􀆰 ２９， 降幅达 １０％ 。 与劳动份额下降相对应， 资本回报率则增

长了近一倍，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６％上升至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１％ 。 这表明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日益

处于劣势地位。
图 １ 进一步将全部企业分为增值税转型试点和非试点企业， 直观地对比了两类企

业劳动份额的变化情况。 明显可见， 在 ２００４ 年增值税转型后， 虽然非试点行业的劳动

份额也出现了下降， 但试点企业劳动份额下降的幅度更大。 下文将使用计量方法定量

估计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的影响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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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不明原因， 我们购买的数据中 ２００１ 年没有增加值变量， 所以 ２００１ 年数据缺失。



表 １　 历年企业特征

年份 企业数 劳动份额 资产负债率 资本回报率

２０００ １３１４０３ ０􀆰 ３２ ０􀆰 ６２ ０􀆰 ０６

２００２ １５２３９５ ０􀆰 ３１ ０􀆰 ５９ ０􀆰 ０６

２００３ １７０４８５ ０􀆰 ３０ ０􀆰 ５８ ０􀆰 ０７

２００４ ２３８４１４ ０􀆰 ３１ ０􀆰 ５８ ０􀆰 ０７

２００５ ２３８３２９ ０􀆰 ３０ ０􀆰 ５６ ０􀆰 ０９

２００６ ２６６９９３ ０􀆰 ２９ ０􀆰 ５６ ０􀆰 １０

２００７ ３０１０４５ ０􀆰 ２９ ０􀆰 ５５ ０􀆰 １１

汇总 １４９９０６４ ０􀆰 ３０ ０􀆰 ５７ ０􀆰 ０８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计算得到。

图 １　 增值税转型试点企业和非试点企业劳动份额的变化对比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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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直观地理解 ＤＤＤ 方法， 表 ２ 从地区、 行业和时间三个维度， 对比了不同

类型企业的劳动份额。 为便于描述， 我们用 （１） ～ （６） 标记各列， 用 （Ａ） ～ （Ｄ） 标

记各行， 用 Ｄｉｆ 表示差值。 （１） ～ （３） 列为试点行业， （４） ～ （６） 列为非试点行业。

（１） 和 （４） 列是增值税转型前的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３ 年， （２） 和 （５） 列是增值税转型

后的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７ 年。 （Ａ） 和 （Ｂ） 行从地区维度区分， （Ａ） 行是非东北地区，

（Ｂ） 行是东北地区。 因此， （Ａ１） 格表示非东北地区试点行业在增值税转型前的劳

动份额为 ０􀆰 ３０， （Ｂ２） 格表示东北地区试点行业在增值税转型后的劳动份额为 ０􀆰 ２３，

其他以此类推。

表 ２　 地区、 行业和时间维度的企业劳动份额比较

　 　 　 　 　 　 　 　 行业维度

　 　 　 　 　 　 　 　 时间维度

地区维度　 　 　 　 　 　

试点行业 非试点行业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７ Ｄｉｆ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７ Ｄｉ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非东北地区 （Ａ）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００ ０􀆰 ３３ ０􀆰 ３１ － ０􀆰 ０２

东北地区 （Ｂ） ０􀆰 ２８ ０􀆰 ２３ － ０􀆰 ０５ ０􀆰 ３３ ０􀆰 ２７ － ０􀆰 ０６

Ｄｉｆ － Ｄｉｆ （Ｃ） － ０􀆰 ０５ － ０􀆰 ０４

Ｄｉｆ － Ｄｉｆ － Ｄｉｆ （Ｄ） － ０􀆰 ０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计算得到。

（Ａ３） 格表示 （Ａ２） 和 （Ａ１） 之差， 等于 ０ 表明非东北地区试点行业在增值税

转型前后劳动份额没有变化。 （Ｂ３） 格表示 （Ｂ２） 和 （Ｂ１） 之差， 即东北地区试点

行业在增值税转型后劳动份额降低了 ０􀆰 ０５。 （Ａ６） 格表示 （Ａ５） 和 （Ａ４） 之差， 即

非东北地区非试点行业在增值税转型后劳动份额降低了 ０􀆰 ０２。 （Ｂ６） 格表示 （Ｂ５）

和 （Ｂ４） 之差， 即东北地区非试点行业在增值税转型后劳动份额降低了 ０􀆰 ０６。 （Ｃ３）

格是 （Ｂ３） 与 （Ａ３） 之差， 即增值税转型后， 东北地区试点行业比非东北地区试点

行业劳动份额多下降 ０􀆰 ０５。 （Ｃ６） 是 （Ｂ６） 与 （Ａ６） 之差， 即增值税转型后， 东北

地区非试点行业比非东北地区非试点行业劳动份额多下降 ０􀆰 ０４。 （Ｄ） 行是 （Ｃ３） 与

（Ｃ６） 之差， 即增值税转型导致试点企业劳动份额下降了 ０􀆰 ０１， 这与下面的 ＤＤＤ 估

计基本一致。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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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结果

表 ３ 报告了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的整体影响， 即计量模型 （１） 的估计结果。

我们关心的主要变量是 ＮＥｒ × Ｉｎｄｉ × ａｆｔｅｒｔ。 第 （１） 列没有控制任何固定效应和时间趋

势， 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的影响为 － ０􀆰 ００３， 但不显著。 第 （２） 列控制了年份固定

效应， 结果仍不显著。 第 （３） 列进一步控制地区∗行业固定效应后， 估计结果为

－ ０􀆰 ０１１， 在 １％的置信区间上显著， 这表明增值税转型显著降低了试点企业的劳动份

额。 第 （３） 列和前两列对比表明， 不控制地区和行业的固定效应会混淆增值税转型

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 使得估计有偏。 第 （４） 列进一步控制了分行业时间趋势，

系数估计值略有降低， 但仍然显著。 第 （５） 列是最完整的计量设定， 包含了控制变

量、 地区∗行业固定效应、 分行业和分地区时间趋势， 估计值为 － ０􀆰 ０１２， 我们认为

这是最可靠的估计。 样本中劳动份额的平均值为 ０􀆰 ３， 因此增值税转型使得劳动份额

降低了 ４％ （０􀆰 ０１２ ／ ０􀆰 ３）。

表 ３　 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的整体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ＮＥｒ × Ｉｎｄｉ × ａｆｔｅｒｔ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４）

Ｉｎｄｉ × ａｆｔｅｒ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ＮＥｒ × ａｆｔｅｒｔ
－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４）

Ｉｎｄｉ × ＮＥｒ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３）

ＮＥｒ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３）

Ｉｎｄｉ
－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１）

ａｆｔｅｒｔ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１）

资产回报率
－ ０􀆰 ３８６∗∗∗

（０􀆰 ００１）
－ ０􀆰 ３８５∗∗∗

（０􀆰 ００１）
－ ０􀆰 ３２４∗∗∗

（０􀆰 ００１）
－ ０􀆰 ３２３∗∗∗

（０􀆰 ００１）
－ ０􀆰 ３２５∗∗∗

（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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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资产负债率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１）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地区∗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分行业时间趋势 是 是

分地区时间趋势 是

观测数 １４９９０６４ １４９９０６４ １４９８９６４ １４９８９６４ １４９８９６４

Ｒ２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４ ０􀆰 ２４７ ０􀆰 ２４９ ０􀆰 ２５８

假设

检验

ＮＥｒ × Ｉｎｄｉ × ａｆｔｅｒ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７）

观测数 ４５４２８４ ４５４１８６ ４５４１８６ ４５４１８６ ４５４１８５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 １０％置信区间显著，∗∗表示 ５％置信区间显著，∗∗∗表示 １％ 置信区间显著； ＮＥｒ 是

代表东北地区的虚拟变量， Ｉｎｄｉ 是代表试点行业的虚拟变量， ａｆｔｅｒｔ 是代表 ２００４ 年之后年份的虚拟变量。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计算得到。

为了更好地理解增值税转型的效果，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 ＤＤＤ 模型中其他

变量估计的经济含义， 下面分析第 （５） 列的结果。 Ｉｎｄｉ × ａｆｔｅｒｔ 的估计显著为正，
值为 ０􀆰 ００５， 表明试点行业作为一个整体①， ２００４ 年之后其劳动份额略有上升， 因

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解剖其内部结构。 变量 ＮＥｒ × Ｉｎｄｉ × ａｆｔｅｒｔ 的估计表明， 东北地区

的试点行业实际上劳动份额是下降的， 这意味着非东北地区试点行业的劳动份额反

而上升了。 ＮＥｒ × ａｆｔｅｒｔ 的估计显著为负， 值为 － ０􀆰 ０１６， 表明东北地区作为一个整

体， 在 ２００４ 年之后劳动份额明显下降， 但是其中东北地区试点行业的劳动份额下

降更大。
两个控制变量也都对劳动份额有显著影响。 资产回报率高， 则对资本的吸引更

强， 要素分配中资本份额会更高， 劳动份额会更低。 资产回报率的估计为 － ０􀆰 ３２５，
证实了上述猜测。 资产负债率反映了企业资本结构中的债权比重， 股权的回报是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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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避免引起误解， “试点行业” 是本文采取的一个定义， 指全国范围内的八大行业。 但并非

这八大行业中的全部企业都参与增值税转型试点， 其中仅有东北地区的这八大行业参与了试

点， 非东北地区的这八大行业没有参与试点。



索取权， 而债务融资只付固定利息， 所以在一定资产负债率范围内， 债权比重高的企

业劳动份额可能会更高。 资产负债率估计值为 ０􀆰 ０３３， 虽然影响幅度小于资产回报

率， 但仍显著为正， 说明主要靠债务融资的企业劳动份额会更高， 而主要依靠股权融

资的企业， 股东通过剩余索取权获得了更高的报酬。 这一结果与理论模型预测结果吻

合。
（四） 假设检验

ＤＤＤ 方法的使用必须满足一定条件， 否则其估计就不是无偏的。 这一条件是， 实

验组和控制组具有可比较性。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发生政策变化， 那么控制组和实验

组的变化趋势相同。 如果不满足这一条件， 说明控制组并不能为实验组提供完美对照，

那么对二者的比较也就失去了意义。 因此， 标准的 ＤＤＤ 方法强调对照组和实验组个体

的选择一定要是随机的， 以保证两组的可比较性。 但社会试验不是物理试验， 一般无

法满足随机性。 例如， 东北地区国企多、 历史负担重， 这和非东北地区企业明显不同。

因此， 我们在回归中要通过控制相关变量， 使得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剔除其他影响因素

后是可比较的。

为了检验以上条件是否满足， 我们检查了两组企业的劳动份额在试点前是否有相

同的变化趋势。 如果的确如此， 则说明两组企业是可比较的， 那么试点后变化趋势的

差异就是增值税转型所致。 具体地， 我们只保留数据中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３ 年的观测， 假设

东北地区的增值税转型发生在 ２００２ 年， 即对于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３ 年观测， ａｆｔｅｒｔ ＝ １， 其他

变量都不变， 然后重新估计模型 （１）， 如果变量 ＮＥｒ × Ｉｎｄｉ × ａｆｔｅｒｔ 的估计不显著， 则说

明假设成立。
表 ３ 最下面两行报告了假设检验的结果， 每列的计量设定与上文完全相同， 试点

前的企业观测数为 ４５４２８４ 个。 显然， ＮＥｒ × Ｉｎｄｉ × ａｆｔｅｒｔ 的估计一直不显著， 这表明

ＤＤＤ 方法所需条件是满足的。 因此， 增值税转型和劳动份额降低是因果关系， 而非单

纯的相关关系。

五　 进一步讨论

本节进一步讨论三个问题。 一是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的分年动态影响， 二是增

值税转型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异质影响， 三是分析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的影响机制。
（一） 动态效应

增值税转型后， 劳动份额是立即出现下降、 还是随时间逐步降低？ 回答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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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理解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的影响十分重要。 我们采用如下计量模型考察增

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的动态影响：

Ｌｓｈａｒｅｆｉｒｔ ＝ α０ ＋ α１·∑
２００７

ｔ ＝ ２００４
ＮＥｒ × Ｉｎｄｉ × ｙｅａｒｔ ＋ α２·∑

２００７

ｔ ＝ ２００４
ＮＥｒ × ｙｅａｒｔ

＋ α３·∑
２００７

ｔ ＝ ２００４
Ｉｎｄｉ × ｙｅａｒｔ ＋ α４·Ｘ ｆｔ ＋ θｉｒ ＋ φｔ

＋ ∑
Ｍ

ｍ ＝ １
［１（ ｉ ＝ ｍ） × ｙｅａｒｔ］ ＋ ∑

Ｎ

ｎ ＝ １
［１（ ｒ ＝ ｎ） × ｙｅａｒｔ］ ＋ εｆｉｒｔ

（２）

模型 （２） 与 （１） 唯一的区别在于将时间虚拟变量 ａｆｔｅｒｔ 替换为一组年份虚拟变量

｛ｙｅａｒ｝ ｔ∈［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对第 ｔ 年， ｙｅａｒｔ ＝ １。 因此， 我们仍是以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３ 年为基期， 考

察增值税转型后劳动份额每年的变化。

表 ４ 是回归结果， 为节省篇幅， 我们只报告了三次交叉项的估计结果， 每列的计

量设定和表 ３ 相同。 估计结果表明， 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的影响先升后降。 从最终

结果第 （５） 列可见， 在开始试点的 ２００４ 年系数估计为 － ０􀆰 ０１２， ２００５ 年系数为

－ ０􀆰 ０１９，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分别为 － ０􀆰 ０１７ 和 － ０􀆰 ００８。 从比例上看， 增值税转型后的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７ 年， 劳动份额分别下降了 ４％ 、 ６􀆰 ３％ 、 ５􀆰 ７％ 和 ２􀆰 ７％ 。 以上结果对各

种计量设定都十分稳健， 而且在统计上显著。

表 ４　 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的动态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ＮＥｒ × Ｉｎｄｉ × ２００４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５）

ＮＥｒ × Ｉｎｄｉ × ２００５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５）

ＮＥｒ × Ｉｎｄｉ × ２００６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５）

ＮＥｒ × Ｉｎｄｉ × ２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５）

资产回报率
－ ０􀆰 ３８５∗∗∗

（０􀆰 ００１）
－ ０􀆰 ３８５∗∗∗

（０􀆰 ００１）
－ ０􀆰 ３２４∗∗∗

（０􀆰 ００１）
－ ０􀆰 ３２４∗∗∗

（０􀆰 ００１）
－ ０􀆰 ３２６∗∗∗

（０􀆰 ００１）

资产负债率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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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地区∗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分行业时间趋势 是 是

分地区时间趋势 是

观测数 １４９９０６４ １４９９０６４ １４９８９６４ １４９８９６４ １４９８９６４

Ｒ２ ０􀆰 ０８５ ０􀆰 ０８５ ０􀆰 ２４８ ０􀆰 ２５０ ０􀆰 ２５８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 １０％置信区间显著，∗∗表示 ５％置信区间显著，∗∗∗表示 １％置信区间显著； ＮＥｒ 是代

表东北地区的虚拟变量， Ｉｎｄｉ 是代表试点行业的虚拟变量，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７ 分别是是代表各年的虚拟变量。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计算得到。

开始试点的 ２００４ 年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影响较小， 这有两个可能原因。 一是增

值税转型是 ２００４ 年下半年才开始实施， 政策优惠时间短， 而且企业还需要完成申报等

一系列手续， 会拖后受益期。 二是增值税转型采取的是增量抵扣， 政府在保证上年既

得税收的前提下， 只对新增税收予以抵扣， 因此政策受益面会减小。 例如， ２００４ 年辽

宁省认定企业中有税收增量的占总数的 ４６􀆰 ８３％ ， 而无增量的企业占总数的 ５３􀆰 １７％ ，

因此一半以上企业没有得到实惠 （王希军、 刘田军， ２００６）。

如果不考虑 ２００４ 年， 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 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的影响是逐年递减

的。 这反映了企业面对新的资本和劳动相对价格， 逐渐向新的要素配置均衡点移动的

过程。 理论上看，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 增值税转型一次性地改变了资本和劳动相对价

格， 进而改变了初次分配的均衡结构， 上述计量结果实际上反映了从原有均衡结构向

新均衡结构过渡的比较静态过程。 一旦初次分配结构达到新的均衡之后便会稳定下来，

这也是增值税转型的影响随时间日益减小的重要原因。

（二） 异质效应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的影响幅度并非一刀切， 本节分别从要素结构和所有制两方面，
考察增值税转型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异质影响。

（１） 要素结构

理论上看， 增值税转型对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行业劳动份额的影响是不同的。 设

想只有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 根据要素结构差异， 我们可以将全部行业分为资本

密集型 （记为 Ａ） 和劳动密集型 （记为 Ｂ） 两类。 设想一种极端情形， Ａ 行业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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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只有资本， Ｂ 行业的要素投入只有劳动， 且资本和劳动完全不可替代。 增值税转

型后， 只有 Ａ 行业受益， 面对更低的资本价格， Ａ 会更频繁地更新固定资产； Ｂ 行业

完全不受益， 因为 Ｂ 行业不使用资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增值税转型对资本密集行

业的益处更大。 但在其他情况下， 增值税转型也可能对劳动密集行业影响更大。 例如，

当资本和劳动可替代性很强时， 资本价格降低会促进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 而且劳动

密集行业就业人数多， 可替代的空间更大。

我们仍然使用计量模型 （１）， 但将样本分为资本密集行业和劳动密集行业两组。

我们计算了行业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和全样本的人均固定资产净值； 行业人均固定资产

净值大于全样本人均固定资产净值的行业是资本密集行业， 否则是劳动密集行业， 二

者分别有 ５５８４２５ 个和 ９４０５３９ 个观测。

表 ５ 前两列报告了回归结果， 第 （１） 列对应资本密集型行业， 第 （２） 列对应劳

动密集型行业， 每列都控制了年份和地区∗行业固定效应及分行业和分地区时间趋势。

从中可见， 增值税转型对两类行业劳动份额影响的系数估计都为 － ０􀆰 ０１８， 且在 １％ 置

信区间上显著， 说明在控制了行业变化特征等影响因素后， 增值税转型对资本密集和

劳动密集行业的影响幅度基本相同。

表 ５　 增值税转型对不同要素结构、 不同所有制部门的异质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要素结构 所有制

资本密集行业 劳动密集行业 国有和集体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ＮＥｒ × Ｉｎｄｉ × ａｆｔｅｒｔ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２）

Ｉｎｄｉ × ａｆｔｅｒ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ＮＥｒ × ａｆｔｅｒｔ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２）

资产回报率
－ ０􀆰 ２９１∗∗∗

（０􀆰 ００２）
－ ０􀆰 ３４６∗∗∗

（０􀆰 ００２）
－ ０􀆰 ３７９∗∗∗

（０􀆰 ００３）
－ ０􀆰 ２７１∗∗∗

（０􀆰 ００１）
－ ０􀆰 ４４２∗∗∗

（０􀆰 ００３）

资产负债率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４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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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要素结构 所有制

资本密集行业 劳动密集行业 国有和集体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劳动份额

地区∗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分行业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分地区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５５８４２５ ９４０５３９ ２８９４０１ ９０５９２８ ３０３６３５

Ｒ２ ０􀆰 ２５９ ０􀆰 ２３４ ０􀆰 ２９０ ０􀆰 ２６７ ０􀆰 ２７６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 １０％置信区间显著，∗∗表示 ５％置信区间显著，∗∗∗表示 １％ 置信区间显著； ＮＥｒ 是

代表东北地区的虚拟变量， Ｉｎｄｉ 是代表试点行业的虚拟变量， ａｆｔｅｒｉ 是代表 ２００４ 年之后年份的虚拟变量。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计算得到。

（２） 所有制

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 技术水平等内外部条件不同， 受增值税

转型的影响幅度也会不同。 我们根据登记注册类型， 将全部企业分为国有和集体、 民

营、 外资三类企业， 分别用三类企业的样本重复估计模型 （１）， 回归结果如表 ５ 后三

列所示， 每列也都控制了固定效应和分行业、 分地区时间趋势。

在完整的计量设定下， 增值税转型对国有和集体、 民营、 外资企业劳动份额的影

响都显著为负， 系数估计分别为 －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２４。 民营企业受增值税转型

的影响幅度明显小于国有和集体企业以及外资企业， 可能的原因是民营企业面临更紧

的信贷约束。 增值税转型主要通过投资渠道影响企业行为， 而在当前中国资本市场不

完善的情况下， 民营企业获得信贷进行投资的难度更大， 这会降低其从增值税转型中

的受益程度。

（三） 影响机制

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的影响渠道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通过促进投资提高了企业

的资本存量。 如果利率是市场化决定的， 那么全社会投资需求的增加会进一步提高资

金价格。 资本存量的提高和资金价格的上升都会带来资本份额上升。 相关研究已有很

多 （聂辉华等， ２００９）， 本文不再赘述。

二是当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时， 根据本文理论模型的分析， 增值税改革会减少

企业雇佣劳动力数量， 降低工资总支出。 为了验证这一机制， 我们将计量模型 （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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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变量更换为工资总额和雇佣人数， 估计结果如表 ６ 所示。 可见， 增值税转型试

点企业的总应付工资、 总应付工资和总应付福利之和、 雇佣人数都显著下降， 降幅分

别为 ９􀆰 ３％ 、 ９􀆰 ２％和 ７􀆰 ９％ 。 由此推断， 增值税转型对劳动需求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

应， 总体影响是负面的。

表 ６　 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的影响机制

（１） （２） （３）

ｌｏｇ（总应付工资） ｌｏｇ（总应付工资 ＋ 应付福利） ｌｏｇ（雇佣人数）

ＮＥｒ × Ｉｎｄｉ × ａｆｔｅｒｔ
－ ０􀆰 ０９３∗∗∗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９２∗∗∗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７９∗∗∗

（０􀆰 ０２８）

Ｉｎｄｉ × ａｆｔｅｒ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４）

ＮＥｒ × ａｆｔｅｒｔ
０􀆰 ０６７

（０􀆰 ０８６）
０􀆰 ０５９

（０􀆰 ０８６）
０􀆰 １７７∗∗

（０􀆰 ０７３）

资产回报率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７）

－ ０􀆰 ２８３∗∗∗

（０􀆰 ００６）

资产负债率
０􀆰 １３３∗∗∗

（０􀆰 ００４）
０􀆰 １４２∗∗∗

（０􀆰 ００４）
０􀆰 ２０４∗∗∗

（０􀆰 ００３）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地区∗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分行业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分地区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１４９８９６４ １４９８９６４ １４９８９４８

Ｒ２ ０􀆰 １９５ ０􀆰 １９４ ０􀆰 １９３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 １０％置信区间显著，∗∗表示 ５％置信区间显著，∗∗∗表示 １％置信区间显著； ＮＥｒ 是代

表东北地区的虚拟变量， Ｉｎｄｉ 是代表试点行业的虚拟变量， ａｆｔｅｒｉ 是代表 ２００４ 年之后年份的虚拟变量。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计算得到。

六　 结论

增值税转型通过允许固定资产投资抵税降低了资本成本， 但并未直接降低劳动成

本， 所以消费型增值税对不同要素不是中性的。 作为减税政策， 虽然增值税转型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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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促进技术和产业升级， 刺激投资， 拉动经济增长， 但增值税转型也通过影响资本和

劳动的相对价格和相对投入比例结构， 改变了初次收入分配格局。
本文发现增值税转型显著降低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劳动份额， 这不利于改善

初次收入分配结构。 我们首先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 然后基于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

据， 发现 ２００４ 年东北地区部分行业增值税转型使得试点企业劳动份额降低了 ４％ 。 动

态来看， 试点后第二年 （２００５ 年） 劳动份额降低幅度最大， 达到 ６􀆰 ３％ ， 此后降幅逐

渐减小， 但劳动份额仍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从要素结构看， 增值税转型对资本密集和

劳动密集行业的劳动份额影响幅度基本相当。 从所有制看， 增值税转型对外资企业劳

动份额的影响最大， 国有和集体企业次之， 民营企业最小。 虽然这些发现是基于东北

试点， 但这具有规律性， ２００９ 年增值税转型在全国铺开后， 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国民经

济整体劳动份额。
增值税转型不利于初次收入分配， 这可能是政策制定时没有考虑到的后果。 工

薪阶层和有产阶层之间的收入差异是当前中国贫富差距的重要来源， 工薪阶层主要

依靠劳动收入， 消费型增值税不利于工薪阶层更大份额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增

值税作为间接税， 本来就具有累退性， 在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后， 更不利于缩小收

入差距。 在更大范围上， 中国目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也不利于税收负担的公平

性。 我们建议政府尽快出台适当的再分配政策， 包括将个人所得税从分类计征转向

按综合所得纳税、 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 完善财产税等， 以提高收入分配的公

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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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推理 １ 证明：
因为 １ ／ （γ － １） ＜ ０，所以

（１ － θ）（１ － τ） ｒ ＋ （１ － ∂ ＋ ｒ） ＋ （１ － τ） ／ β
（１ － τ）Ａｉθｗ

[ ]
１ ／ （γ－１） ｒ

ｗ

＞ （１ － θ）（１ － τ） ｒ ＋ （１ － ∂ ＋ ｒ） ＋ １ ／ β
（１ － τ）Ａｉθｗ

[ ]
１ ／ （γ－１） ｒ

ｗ

⇒
ｋ

１
ｒ

ｌ１ｗ
＞

ｋ
０
ｒ

ｌ０ｗ
推理 ２ 证明：
投资可抵税时， 雇佣劳动力为：

ｌ１ ＝ θ ｋ１

ｌ１
æ
è
ç

ö
ø
÷

γ

＋ １ － θ[ ] ｗ
γ（１ － θ）Ａｉ

[ ]
α

α－１æ
è
ç

ö
ø
÷

１－α
α－γ

投资不可抵税时， 雇佣劳动力为：

ｌ０ ＝ θ ｋ０

ｌ０
æ
è
ç

ö
ø
÷

γ

＋ １ － θ[ ] ｗ
γ（１ － θ）Ａｉ

[ ]
α

α－１æ
è
ç

ö
ø
÷

１－α
α－γ

因为 ｌ１ ＞ ０， ｌ０ ＞ ０：

ｌ１
ｌ０

＝
θ ｋ１

ｌ１
æ
è
ç

ö
ø
÷

γ

＋ １ － θ[ ]æ
è
ç

ö
ø
÷

１－α
α－γ

θ ｋ０

ｌ０
æ
è
ç

ö
ø
÷

γ

＋ １ － θ[ ]æ
è
ç

ö
ø
÷

１－α
α－γ

如果 １ ＞ α ， １ － α
α － γ ＜ ０， 且

ｋ１

ｌ１
＞

ｋ０

ｌ０
， 则

ｌ１
ｌ０

＜ １， 可得 ｌ１ ＜ ｌ０ ； 否则如果 １ ≤ α ，

则 ｌ１ ≥ ｌ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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